
自从 20世纪 70年代台湾原住民运动兴起以来，原住
民知识分子的书写一直是台湾文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
于原住民书写的语言、范畴和策略及其在族群的文化建构
中的影响，台湾本土学者著述甚丰，大陆近几年也出现了多

方面的评述。其主要问题集中于：一是原住民作家如何在以
汉语为写作语言的书写中进行对汉文化的“逆写”？二是原
住民书写的“城市游击”和“部落主义”如何相互结合，共同
完成族群文化的重建？三是原住民书写的疆界何在、如何拓
展？原汉对话和原住民主体内部的族群文化互动将怎样发

展？本文试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讨

论，以期作出新的阐释。

一、原住民书写的语言策略

台湾原住民的汉语书写，是在自身“失语”的背景之下
不得已而为之的。原住民本身没有书面文字，其文化传统是
依靠口传文学进行传承；而“国语推行运动”使得原住民本
族语面临覆灭的危险。本族语言的罗马注音式书写，不仅在
族群内部缺乏真正的读者，对外也因为语言的互不相同而

无法在普遍意义上起到文化输出的作用。台湾学者傅大为

就指出，原住民的（被）书写历史是一种朝向以从日本帝国

为中心到以“百朗”（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宰制过程。在原
住民文化急剧断裂、自身语言缺失的过程中，以汉文为主要
的文化书写语言是无可避免的趋势。［1］为了在“民族文化的
黄昏”抢救文化遗产，实现对外发声和对内重建，原住民知
识分子不得不选择用汉文作为写作语言。然而，语言作为文
化符号，本身就体现着某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如何

在这样的书写中实现文化的反宰制，台湾学者进行了细致

和深入的观察，原住民知识分子亦具有较为清醒的自觉。吴
锦发在其选编的原住民文学选集《愿嫁山地郎》的序言中发
出了对原住民特殊语言风格的赞叹：“毕竟属于南岛语系的
山地语和汉语系的北京话，在语言结构上是有着相当距离

的。但这样的结果，有时对中文的写作反而是一项意外的收
获……他们在写作上所运用的虽然是中文，但在文句排列
上却常呈现出山地语言的特殊形态……这就像英文在非洲
充分糅合了非洲语文而成为现称的‘非洲语’一般，如果真
能如此，则今天原住民作家在写作上的努力，对中文的贡献

那就难以估量了！”［2］

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而言，吴锦发的评论虽然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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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是对原住民汉语写作的肯定，但却着眼于原住民

语言在汉文化内部引起的变动，是以汉文化作为主文化域

来进行考量；而非真正致力于原住民文化本身的发展。原住
民以别具一格的汉语写作作为外来文本进入汉文化域，融

入其中，并在汉文化域中产生风格迥异的、具有独特模式的
新文本。这样的策略性思考，对于汉语的发展当然不无裨
益，对文化的多元发展也具有一定作用，但在如何应对汉语

言写作对本已面临断裂的原住民文化的渗透方面，这一观

点并没有给出建设性的意见。
对于原住民写作的汉语化趋势，卑南族学者孙大川作

出了积极的回应和更为深刻的观察。在《原住民文化历史
与心灵世界的摹写》一文中，他写道：“类似这样对本土彻
底的回归，不论在创作题材、语言运用或是文学表达上，皆
有助于伸展具有台湾特色的文学想象空间。”［3］他立足于
原住民语言发展的现状，一方面警告原住民作家切勿陷入

“母语主义”的陷阱［4］，避免创作上的自我窄化和僵化；另一
方面注重原汉间平等对话关系的创建，呼吁原住民知识分

子不要因为原住民语言写作之争使得双方造成新的隔阂，

从而退回到“对立的原点”。［5］孙大川对原住民写作“自我边
界”的界定，既保证了文化系统的边界性，也注重了它的开
放性，是对自身主体性构建的一个富有创见的判断。对于
政府和原住民知识分子以现代语言学建立原住民语言系

统的尝试，他持相对的肯定态度；但同时他亦提出质疑：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符号之建立本身，而是这些符号是否
具有丰沛的生命力？是否能有效地传递或沉淀族群的历史

和文化想象？是否足够反映族群的当代情境并能传达给读

者？”［6］孙大川的这一思考在文化理论层面对原住民知识
分子的文化实践进行了自省：只有当一个文化系统内部具

有自足性时，它的语言符号表达才具有完整的意义；否则，

脱离实际生活和经验而建立起来的语言系统没有文化生

命得以附着，只能走向凋零。因此，在设立原住民语言系统
的同时，必须同时建造一个可以寄寓其厚度和内涵的历史

和社会语境；而在这一语言系统的建立过程中，它与汉文

的相互对话、对汉文的“逆写”对其自身的形成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在原汉语言写作的张力关系上，泰雅族诗人、作家和

批评家瓦历斯敏锐地发现了语言的不同结构所体现出的文

化思维差异，并对神话原典、族群语言的罗马拼音注音式写
作在汉语写作中的“嵌入”寄予期望：“这种在文本里‘嵌入’
的书写策略，其实是一种主体宣告的姿态，它强迫着阅读者

进入作者的世界，也意图偏移、分裂主流阅读的习惯。”［7］这
种“嵌入性”写作，在瓦历斯自身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同时也成为原住民作家的标记性风格。泰雅族作家
娃历斯·罗干的《泰雅脚踪》、布农族诗人伊斯玛哈单·卜衮
的《山棕月影》等作品，都采取了原汉对照的书写方式；而
《山棕月影》对布农诗歌“翻译”式的文字操弄，使中文的诗
句打破了传统的句法形式：全诗以布农族波浪式递进的朗

诵风格和报战功式的轮回形式写成，“熔铸了布农族的口传
神话，从自己的文化汲取灵感，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再现自

己，把曾经被颠倒的文化再反转扶正过来。”［8］这种对自身
文化的“反转扶正”的诗歌创作，在语言风格上深具审美的
“反转”价值；而瓦历斯对诗歌的批评则为读者提供了更深
层次上的解读方式：文化的重建不仅仅是在“自我”的疆界

里重新确立传统的正面价值，更是对文化域之间互动、相
搏、此消彼长的流动性关系的主动介入。语言的相互渗透、
对话和不加注解的原住民语言符号的硬性嵌入，不只是为

了形成文化符号的压力，从而迫使读者去解释这一符号所

承载的文化意义，还体现了原住民作家们自觉的文化尝试：

他们以各种语言载体和形式的创作，合力重塑着自身的文

化形态。

二、原住民书写的“发声位置”

在原住民运动兴起的初期，城市的原住民知识分子对

原住民的生存状况和劳工问题、雏妓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的
揭露，并掀起了“正名运动”和“还我土地运动”的高潮。然
而，随着原住民运动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

意识到“政治正确”并不能完全改变原住民的社会和文化地
位，而脱离部落生活的创作失去了文化原乡的滋养，也往往

会流于空洞的形式。在建立了这一认知的前提下，原住民知
识分子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量返回部落，致力于族

群文化的内部重建工作。他们不仅仅关注于族群自身的生
存经验，即实现一种“族群内向”式的书写；同时努力向外，
以社会评论式的书写“观看”、“质疑”和“批评”百朗文化中
心。［9］这种“城市游击”和“部落主义”的并进式发展，引起了
台湾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关于返回原乡之必要性，不少学者都作出了充分的论

证。孙大川认为这样的文化尝试有助于回答“我们到底是
谁”这样的身份诉求问题［10］，魏怡君则指出，在原住民知识
分子纷纷投入到“返回原乡”的部落重建工作中时，“族群的
自我发声策略”这一含糊的概念无法处理“知识精英与非知
识精英、部落与都市、老人与新新人类、男性与女性等等因
书写能力、区位空间、代际流动与性别区隔的差异”。［11］原住
民主体空间内部的差异化使得原住民知识分子在公共书写

的领域内，采取了文学创作、身体展演、文化批评、祭奠再
现、手工艺和神话搜集整理等多种方式的结合，以期实现族
群“多重主体”的构建。魏怡君用法农提出的文艺“相互补
足”的理论支持了原住民写作双重发声的趋向，并对其文化
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原住民族编织的技法、舞蹈的表
情、仪典的手势、狩猎的祷词等等的微小言行符号，也都构
成了民族新的认同内容，同时补足了‘原住民部落社会的书
写化是个大的趋势’所可能造成的种种族群身份认同运动
上的缺口。”［12］

文艺内部的“相互补足”，以及文艺与批评、政治运动
之间的“互为基础”，是法农在其遗作《大地上的受苦者》中
提出的观点。法农认为在民族文化的重建工作中，文学与工
艺之间、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补足和互为基
础的关系，文字工作者、口传记录人和民间工艺者之间共同
努力的基点在于对本族传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创造性继

承。［13］在重新塑造传统文化面貌的过程中，在哲学思想（理
论批评）下形成的自我意识对于保持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和

生命力起着重要作用，也是文化之间沟通的基础。［14］法农并
没有明确指出艺术作品和批评在民族文化的重建中分别起

到何种作用，但把如果这一观点作为台湾原住民书写发声

策略的出发点，并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加以检视，则可以清

楚地看到以文艺、批评和政治运动相互结合的书写对文化
重建的不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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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对其对立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

的是文化的中项认同。如果用文化的标出性进行描述，对立
项中被接受和承认的一方为“非标出项”，它所承载的价值
观和风格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其反方则为“标出项”，其风格
和意义往往处于对正项的背离。［15］影响这一对立关系变化

的，是文化中常常隐而不现的认同项，即中项。文化的二元
之所以会形成意义上的对立，其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中项会

做出对其中一项的价值认同；如果没有这个价值认同，二元

的概念只是意义上的不同项，并不会形成对立的态势，就如

纯生理意义上的“男/女”、“老/少”一般，表达的只是不同范
畴或者意义的划分。倘若把文化“非标出项”做一仔细甄别，
往往会发现除了被认同的一方（即文化上的“正项”外），还
包含了中项的存在。而“被标出”的一方，则是因为不能获得
中项的认同，成为文化的异项。主流文化由于得到了中项认
同，得以占据文化中心的位置；而亚文化则“被标出”和被边
缘化。由此可见，争夺中项认同是亚文化向中心流动并实现
翻转或部分翻转的关键所在。
文化符号域本身是具有层次性，文化文本单位的意义

和文化的中项认同也具有层次性。中项认同可以分为显性
层次（包括审美、情感和政治意义层次）和隐性层次（元语言
层次）；其中元语言层对中项认同偏向哪边具有绝定性的影

响，但对于同一对文化项，中项认同的审美、情感和政治意
义层面却不一定和元语言层的偏向保持一致，它们之间的

偏边情况也不一定相同。比如印第安文化虽然在政治意义
层面上获得了中项的认同，但在审美、情感和元语言层的中
项认同上，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要实现亚文
化的异项翻转，必须在中项认同的不同层面上着力；表现在

文化运动上，就是必须要将文艺和批评结合起来，首先通过

艺术的反复展示和表现使得背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风格赢

得审美层次上的中项认同，再通过其与批评的结合改变大

众对艺术的解码方式，并对中项认同的元语言层进行冲击，

使得中项认同在各个层次上都实现一定的易边，为亚文化

的翻转创造可能。①

台湾原住民文化在未受到日本文化和汉文化侵入之

时，它自身具有一个文化符号域应具有的完整性、相对敞开
性和相对封闭性；在其文化内部有明确的正异项价值对立，

它的文化价值体系是自足的。然而，当原住民的整个文化被
强行纳入先是以日本文化为主体、后以汉文化和福佬文化
为主体的台湾文化中并被标记为“异项”的情形之下，原有
的正项在主体文化中不被认同，而其异项则被“双重标出”
—既被自身文化标出，也为主流文化不容，成为被二度边缘
化的对象。由于原住民内部自身的价值认知完全被打破，对
自我的否定和迷失、文化传统的断裂和破碎亦在所难免。日
本统治时期原住民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全面缴械和主动归

顺，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蒋介石政府实施“国语推行运
动”造成的族群语言和文化全盘失落，都是亚文化被一再边
缘化、从而导致内部崩溃的例证。而当上世纪七十年代原住
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对“原住民”这一身份的政治意义强
调远大于对其文化意义的追寻，对外的抗争实质是诉诸于

中项认同的政治层面，渴求获得政治上的正名和自我的发

声。然而，从文化全域而言，仅仅赢得政治层面的中项认同
并不足以实现整个文化的翻转；从自身文化的内部而言，如

果不能确立自足的文化价值系统，任何文艺创作和传统复

现都只能是原本文化符号聚合轴上某个点的展演，而非自

身文化域的重新构建。要实现民族文化的内在建设和外向
发展，需要在自我身份和自我意识的确立之下推动文艺和

批评的结合，才能维持自身文化的标出性，维持民族文化系

统内部的价值自足；在民族艺术产生的美感逐渐由“异域情
调”正常化过程中，将批评着力于文化全域内中项认同的元
语言和政治层面，改变大众对民族艺术的解码方式，使得艺

术不再仅仅以自身的“标出性”吸引眼球，而是能引起大众
的情感共鸣，淡化以至于消解各个层面上中项对主流文化

的偏向--正如美感可以多样化，中项对文化项的认同或许
也可以趋向多元，逐渐破解某种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
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出发对原住民文化的观察指明了

原住民书写“发声策略”的发展方向：将以神话、身体、歌舞
和族群生活为原材料的“部落主义”文艺创作与以文学社会
批评和政治运动为主的“城市游击”的并行发展为导向，在
展示性的前者和解构性的后者合力之下，将原住民文化和

书写从一种纯粹仪式性的、符号化的艺术表演模式和学术
关注转化为对内部文化的重建和对主流文化颠覆式的冲

击。如果说前者对于中项的影响是集中在美感和情感层次
上的，那么后者则有可能使中项的政治层面和元语言层面

都发生摇摆。也就是说，要使得原住民的书写真正具有血肉
和元气，脱离了本族生活经验和价值观的空洞呐喊固然不

可取；但“本族中心主义”式的文艺创作如果没有文化语境
的支撑，至多也只是沦为一场满足主流文化正项美感之外

的异域风情式的演出，对族群文化如何在文化全域内“去边
缘化”并无太多实质上的帮助。
对于文艺的“多重发声”，原住民作家们有着清醒的理

念和自觉的实践。雅美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的城市原住民运动浪潮后，毅然决定返回故乡兰屿，在生

命的原乡重建达悟族（雅美族自称）的生活经验。他的文学
作品《八代湾的神话》、《冷海情深》和《海浪的记忆》以大量
图片、歌谣、神话和个人感悟并置的方式，生动地呈现了雅
美人的海洋文化和生活风貌，以及他们有别于汉文化的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这样既像诗歌、亦像小说和杂文似的文
体，使读者“具体看到‘文类’交互并陈的‘多样性’，是如何
在一个单一的作品中被织就而成的。”[11］夏曼具有强烈个

人风格和族群标记下的写作，不仅仅呈现了族群经验之于

个人内心世界的印记，更严肃地向将个人价值“价格化”的
商业社会价值观提出了质疑：与自然同声同感共为一体的

生存方式是否有摆脱“钱币逻辑”、寻找另一个向度的文化
突围的可能？作者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回归、对“本土技艺”的
继承有何现实意义？原住民作家的多样化书写，对中文写作

不仅仅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亦是对主流文化风格和价值观

的挑战。
如果说夏曼的写作只是在审美和情感层面实现了对

主流文化的某种“逆写”，泰雅族的诗人、作家和批评家瓦历
斯·诺干则对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汉文化、“福佬中心主义”
和西方文化对原住民文化生活的宰制和伤害进行了全方位

的剖析和严肃的批判，并为原住民书写的策略和方向提出

了前瞻性的意见。投身于城市原住民运动的他认识到空有
政治正确之名并不能改变社会对原住民的负面印象，而对

自我身份的寻求和民族文化的重建都需要本土文艺的复兴

作为支撑。因此，他于 20世纪 90年代携妻子利格拉乐·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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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乌返回故乡埋伏坪的泰雅部落，共同以田野调查、神话采
集、祭奠再现等多种方式进行对部落文化的整理和重塑。同
时，他对其他原住民部落的生活文化状况进行了大量实地

考察，对原住民生活区域内的国家公园和观光活动所带来

的一系列经济、生态和文化冲击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批
评政府对原住民“样板屋”式的保护是对原住民文化更深层
次的伤害：“人文已被‘展览化’、‘图像化’，只提供前往国家
公园的观光客满足奇异的、荒野世界的土著生活风俗，满足
文明世界性欣赏、同情、喟叹淹没的原住民图像。”[17］这种对

文化的“展览化”和“图像化”，并不能帮助重建原住民的文
化世界，而只是选择性地复活了某个文化符号，以实现一定

的社会心理满足。这样的文化标本其实是对原住民文化的
“平面化”和架空，是将其作为异项美感而进一步“标出”，其
结果只能使文化沦为活化石，失去原有的活力和内涵。
经历了原运和返乡运动的瓦历斯深知，只有从本族视

角为出发点并以实际文化生活经验为依托的文艺创作才具

有真正的生命力；而要实现文化的“逆写”，对本族文化和主
流文化的批评和检视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从台湾原住民文
学反思生态文化》一文中，他批评西方商业文明带来的商品
化和逸乐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断裂，而环境种族主义者对

原住民的生态危机输出是一场生态与文化的浩劫；“西方意
识的知识形态席卷了全球生态文明的知识建构，从而破坏

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共生的关系。”[18］他批判汉文化以经

济价值为度量的“水稻观点”，推崇原住民的生态智慧，提倡
以“生态保育观”和审美的情感兑现自然，实现“知识与技艺
的握手。”[19］瓦历斯的创作和批评跨越了原汉的边际，也跨
越了东西文化的疆界；他致力于从不同的层面重新建立对

原住民文化的正面认识，为原住民作家的书写和创作做出

了有益的尝试。

三、原住民书写的疆界

原住民文学的创作主体应当是原住民作家，这一点现

在大致上已无争议；但书写的对象却不一定要局限于族群

经验和文化传统本身，而应该是基于“人”的存在，对各种文
化进行敞开。对于书写题材疆界的拓展，原住民知识分子已
经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如上文所述，瓦历斯·诺干的写作就
不仅跨越了原住民内部族群之间的边界，也跨越了原汉文

化和东西文化的边界。而排湾族诗人温奇的诗歌创作虽然
包含了族群的生活经验，但其真正的着眼点则是个人对于

生存意义的思考。排湾族女作家利格拉乐·阿女乌则在关注
族群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对台湾的女性运动、澳洲的原住民
运动和当代文化都做出了有力的批判。而原住民内部各族
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值得关注。
事实上，“原住民书写”这一概念是在“原住民”这一

“想象之共同体”的假定之上存在的。原住民九族的信仰、传
统、风俗习惯乃至人种构成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一亚文
化群体内部的差异因其年轻一代的迅速城市化而愈加明

显。原住民书写的“相互补足”，不仅仅是各种艺术形式的结
合与创新，更是各族群为了在自身主体性的建立之外打造

一个“共同主体性”而采取的策略。跨越族群边界的书写，使
原住民的文化身份和面貌更加丰满和生动，从而有助于打

破其他社会成员对原住民的僵硬观念和呆板印象，从而使

书写本身获得族群内部以及原汉之间更广泛的认同；而各

族之间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互动，除了在政治上“互壮声势”
之外，文化的交流和互补可以促进族群文化自身和原住民

文化整体上的良性发展，帮助原住民作家超越族群“自我中
心”的狭隘经验，让原住民文化同气连枝、元气淋漓，具有真
正的生命力和厚度。
台湾卑南族学者孙大川在论述排湾族艺术家撒古流

对文化之原乡的追寻时，曾用生动的图画语言再现了他进

行文化建设的轨迹。［20］如果将这一图示稍加变动并运用于

描述作为亚文化的民族文化失落和重建的动态过程，则可

以清楚地表现出文化系统内部自足性的变化：

图 1为内部系统具有自足性的一个完整的文化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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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不能对等交流的情况下受到了一个强势文化的入侵

（图 2）。当它被纳入这个强势文化并只作为该文化域的异
项存在时，它自身被挤压变形，内部的自足性亦无法维持

（图 3）。而民族文化之重建，只能是在已然失落的文化之上
建立一个具有传承性和时代性的新系统（图 4），而不是对
原有文化的照样复原。这样的文化重建可以把对传统的复
原和对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吸收相结合，亦可以是将原有

的几种相近的亚文化整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一个具有共同

诉求、同时又保持自身特性的“想象之共同体”
原本散漫、各自自成体系的地区文化（图 5）在被强势文

化（图 6）标出并内部失衡（图 7）后，由于共同的需求--实现
自身翻转--而结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建构了一个想象
中的文化原乡（图 8）。这一文化系统对外的诉求是赢得主文
化域的中项认同，对内则设立了一个普遍的价值标准：有利

于系统内部各文化共同和自身发展的文艺、政治活动都能得
到该文化共同体内大部分成员的认同。同时，各文化自身的
特色和相异之处也得到了保留。②

孙大川曾经高度评价过“原舞者”乐团在原住民的文
艺书写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赞扬他们的文化实践深入把握

了各族群祭奠乐舞的神髓：“他们跨族群的乐舞动作，其实
就是‘泛原住民意识’的象征。”［21］这样的文艺创作使得原

住民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其整体的外部和各族群的内部

都保持着适度的边界性和开放性，为整个文化群体的生存

争取了更大的空间，也对各族群文化之间的健康发展和良

性互动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结 论

在原住民文化传承陷入危机、本身又没有书面表达语
言的情况下，原住民书写的主要文字只能是汉语这一语言

符号。由于语言符号是文化的载体，原住民作家们为了在汉
语书写中实现文化的“反宰制”，策略性的运用各种民族的
神话、原典“介入”汉语写作，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句法方式
冲击汉语写作的逻辑中心，并不断插入本族语言符号，作为

写作的身份标记，形成对读者的符号压力，促使读者去反思

这种策略性“介入”的文化意义。而文化重建中多种形式的
文艺/批评互补，使得整个文化传统有了全面复兴的希望，
并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形成了沟通和互动，让文化内部

的价值体系能够重新确立；而不是把重建的目标仅仅停留

于政治表演和学术样板的保留上，零碎的复活个别已然失

落的民族文化符号。同时，作为一个被构建的泛文化群体，
原住民知识分子必须适当地处理各族群之间的边界设置和

文化互动；否则文化建设很容易走向“失去自我”和“自我窄
化”的两个极端。因此，原住民书写的疆界不仅仅局限于族
群之内，也必须跨越各族的疆界、原汉的疆界、甚至东西的
疆界。原住民知识分子在文化重建中的书写，正是因着其形
式的丰富和疆界的拓展使文化的内部建设和外部翻转都有

了可能性。
台湾学者孙大川在评论排湾族艺术家撒古流的创作

时曾写道：“他说他一生是一个追求排湾族原乡的人……或
许有一天真正的排湾部落没有了，但是我们还可以拥有另

一个能按排湾族的文化、社会原则去生活的小社会。”［22］对

文化原乡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在既破又立的基础上进行：破

除中项在情感、美感、政治和元语言各个层次上对原住民文

化的否认，并试图建立一种非单向性的认同；从文化符号学

的角度而言，尽最大可能地扩大中项的范围，扩大文化认同

的宽容度，使得各种亚文化都得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形

成以多中心化对抗一元的态势。原住民书写既应帮助原住
民这一文化团体在整体上赢得中项认同，也应有利于各族

文化自身实现异项的翻转，从而建立丰富各异、互为中心的
文化生态。

注释：

①②关于中项认同层次性和文艺、批评对其不同层次
的影响，以及共同文化体的建立，详见彭佳《论文化“标出
性”诸问题》一文。(该文已由《符号与传媒》收录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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